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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的延续

《水木清华》：您是否接触过“两弹一星”

的功勋人物？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故事？

朱邦芬：我上世纪80年代就与彭桓武先生、

编前语：“两弹一星”事业虽然已成为历史的辉煌，但它所体现的丰富精神内涵，所带来的重大影响，至今仍有重

大的现实意义。即将迎来百年校庆的清华大学，在总结和发扬众多清华功勋人物经验的同时，也在各方面践行着“两弹

一星”事业传承的精神。

“两弹一星精神”与清华物理系

○ 本刊记者 黄婧

——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朱邦芬

周光召先生有较多的接触，也结识了王淦昌先

生。令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一是，1980年彭

桓武先生倡导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凝聚态

理论和统计物理学术小组，并担任第一任组长，

致力于推动凝聚态物理学科在中国的发展。然

而，当事情步入正轨后，他就不再担任组长。我

国凝聚态理论专业委员会至今不搞终身制，应当

归功于彭先生为我们开的好风气。第二件事是，

80年代末周光召担任中科院院长，当时我在中科

院半导体所工作。有一天所里突然通知我，说周

院长要来看我。我记得光召带了院里多位领导同

志来到我们研究室，亲切询问我的工作情况，光

召的平易近人和勉励使我深受感动和鼓舞。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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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是“两弹一星”元勋中最年轻的一个。他是一

个非常有大局观的人，很有领导力。

2000年我调到清华，深切感受到清华物理系

的很多老系友对清华物理系的恢复非常积极，迫

切希望清华物理系重振辉煌。 2003年我担任物理

系系主任，与清华物理系的一批老系友有了更多

的接触，对物理系的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

我也和一些物理系毕业的两弹一星元勋，如彭桓

武、周光召、王大珩等先生有了更多的接触。

彭先生在世的时候，我常请他参加清华物

理系的一些活动，请他给学生做报告，他每次都

欣然赴约，很好地践行了自己的名言：“老师

不能拒绝学生，这是清华的传统。” 2003年11

月，彭先生应邀在清华大学主楼后厅作演讲。在

演讲前，我介绍彭先生用了他的导师马克斯·玻

恩回忆录中的话：“彭除了他那神秘的才干以外

是很单纯的，外表像个壮实的农民”，“天资

最高的学生”。还介绍了彭先生要单独一人编写

一部百科全书的趣事。彭先生那天的报告非常

感人，回答同学的现场提问更是精彩。给我个人

留下印象最深的有他以下一些话：“我的理论

不是玩票的，理论不是空架子，而是要去解决问

题。”“太灵活对于做科学是不太适合的，因为

科学讲究求真。”2006年清华庆祝物理系建系80

周年，彭先生上午参加庆祝大会，晚上又出乎意

料地出席物理系学生的文艺演出。彭先生以九十

高龄，端坐在大礼堂第一排的硬凳上，连续观看

了四五个小时，还兴致勃勃地问我学生演出中的

各种新鲜玩艺儿，不时地感叹说“看不懂，看不

懂”。彭先生感到困惑的眼神和喜爱钻研的那股

劲头，至今历历在目。

还有一些清华物理系的老学长虽然不在23位

“两弹一星”功勋之列，但同样对“两弹一星”

工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比如氢弹研究的学

术带头人——黄祖洽先生等。我和这些老科学家

时有接触，他们的精神让我深受感动，每次都留

下了难忘印象。

《水木清华》：为“两弹一星”做出贡献的

科学家中，清华人占了很高的比例，而且大多出

自清华物理系，请您分析一下，物理系为何能培

养出这些功勋人物？

朱邦芬：这些“两弹一星”功勋人物的个性

虽然各有不同，但他们有几个共性。

第一是爱国，而且不是一般的爱国。不管是

王淦昌的“我愿以身许国”，还是彭桓武的“不

回国才需要理由”，都非常朴实地反映出他们那

一代人的基本信念。我想这和清华的历史也有关

系。清华学堂最初是由庚子赔款建立起来，被称

作“国耻纪念碑”。这些两弹一星元勋当年的老

师——叶企孙、吴有训等“大师的大师”，都非

常强调科学救国，教导学生学好知识，以后为中

国不受外国侵略做出贡献。环境的影响和老师的

教导培养了学生根深蒂固的信念，他们在成才之

后时刻不忘国家，要做什么也完全看国家的需

要。很多元勋在清华学习物理，然后在叶企孙的

安排下出国学习高新技术，例如王大珩赴英国攻

读光学，赵九章在德国学习地球物理。叶企孙以

其卓越的战略眼光为学生的成长指明了道路，同

时为国家的长期发展储备了人才。

第二个特点也和叶企孙有关。我把叶企孙

的教育思想总结为三点：第一是只授学生以基本

知识；第二是重质不重量；第三是理论与实验并

重。这三点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很管用，从清华

出来的这些功勋人物都有这些共性。

我曾经看过周光召在清华读书时的成绩单，

可以藉此和今天的教育理念进行比较、反思。周

光召当年主要学习普通物理和中级力学、热学、

电磁学、光学、原子物理学、电子学、无线电学

和物性论。课程的程度是比较浅的。这样做的好

处是，学生功课负担较轻，可以有大量时间主动

学习和主动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彭桓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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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华主修物理，选修化学，旁听数学，还自学

了心理学等学科。反观现在的学生，大多学业负

担很重，学习缺乏主动性，根本没有时间想自己

将来要做什么，要解决哪些有趣的问题。

当年周光召在清华是同学中的佼佼者，我

曾以为他在校的学习成绩一定非常好，但出乎我

的意料，他的成绩单上不少科目只有七八十分。

这反映出当年老师教学要求非常严格，重质不重

量。现在我们很多学生的成绩单分数颇高，看上

去很漂亮，其实反映了老师要求的降低。事实证

明这种“重质不重量”的教学对光召以后的科学

成就不无影响。在“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曾

有一个小故事。我国在研制原子弹之初曾请前苏

联专家来中国讲课。专家撤走之后，我国科研人

员要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首先要重复当年前苏

联专家讲授的原子弹教学模型。但是很多科研人

员的计算始终无法推导出其中一个关键数据。为

解决这个疑难，光召构造了一个理想模型，假定

某一理想的“原子弹”在受冲击波压缩的过程中

没有任何耗散，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估算可能做

的最大功。由此光召证明了前苏联专家的数据有

误，做出了重要贡献。解决这个关键问题靠的是

光召大学学习的热力学的知识，正是这种重质不

重量的教育，解决了高深的疑难问题。

周光召的成绩单上，每学期都有实验课。在

这样的教育方法下培养出的老清华物理人，动手

能力普遍很强，不管是王淦昌、彭桓武、周光召

等理论物理学家，还是钱三强、

王大珩等实验科学家。他们的共

同特点是，实验科学家理论基础

扎实，而理论科学家也懂实际的

技术问题。研制原子弹依靠多学

科交叉的理论、实验、工艺、技

术研究和探索。在叶企孙先生的

教育思想指导下，这些人都非常

有特点，而且成功了。

我想清华之所以能培养出

这么多的功勋人物，固然是出于

科学家们的爱国心，但和叶企孙

的教育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水木清华》：这些优良

的传统在今天是否得到了继承和

光大？

朱邦芬：以上提到的叶企孙教育思想和我

们今天的教育思想差别很大。不仅传承不够，有

些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今天的学生课程负担偏

重，学习的主动性却不够；课程普遍含金量不

高，学生掌握得不够扎实；师生对理论的重视程

度也往往高于对实验的重视程度。

继承优良的科学传统很重要。传统包括有形

的和无形的两种，国外很多著名实验室和大学都有

优良的传统存在。1952年清华物理系的中断对清华

的损失很大，1982年物理系恢复的时候，周光召题

词为“重振辉煌”，其实就是要恢复清华老物理系

的传统和精神。老清华物理系的传统、两弹一星的

传统是今天我们科学研究和教育最可宝贵的精神财

富，我们一定要好好继承，发扬光大。

这些年我们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但总的

来讲还有很大差距。比如因材施教，虽然说了很

多年，但具体做法还有待探讨。传统的因材施教

就是给学有余力的学生创造条件，让他们多学一

点，学深一点，早学一点，促使他们早日成才。

现在反思，我认为某种程度上这种因材施教和叶

先生的教育思想不符。现在我们试办清华学堂物

理班，我们的想法是，越优秀的学生，越要给他

们松绑，给予他们更大的主动学习和研究的自由

度。我们要努力创造好的环境，让他们脱颖而

出。对于一般学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而对于

出类拔萃的学生，要鼓励他们发挥主观能动性，

因此必修课程要减少，让他们有更多的仰望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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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兴趣和时间，让他们在导师的指导下，自己

去学习和探索。近年来物理系涌现出很多优秀学

生，如祁晓亮等，他们上学时修的学分并不多，

但是旁听了许多课程，自学到了很多东西，证明

这种思路是正确的。

创新人才和杰出人才的养成，存在许多要

素。我们的好学生最缺乏的是三要素：想象力、

好奇心和批判性思维。可以说，这是中国目前出

不了世界级杰出人才的原因之一。提问题集中体

现了一个人的想象力、好奇心和批判性思维。我

们的教育不重视这三个要素的培养，小孩子最喜

欢问问题，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这种特

质在减弱，大学毕业后更是几乎完全消失。因此

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一样，也应多做反

思。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大学固然有问题，但还有

社会、文化、体制上的问题，整个教育界也有责

任。

现在一些清华学生非常优秀，知识面比我

们当年广很多，学到的知识也深得多。但是他们

最大的缺点是太急功近利，太看重个人的学习成

绩和实现自我。在这方面“两弹一星”元勋非常

值得我们学习。他们是当时科学界的佼佼者，但

都把个人荣誉和利益看得很轻。王淦昌是出色的

基础理论物理学家，在前苏联发现反西格马负超

子，引起学界的轰动。但当国家需要他时，他义

无反顾地回国，隐姓埋名多年，默默无闻地为国

家做贡献。这种心态是今天的学生缺乏的。我曾

经组织过一系列“与大师面对面”的活动，邀请

彭桓武、黄祖洽先生等大师，给学生讲自己的治

学为人之道。“两弹一星”元勋和他们的精神是

清华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进一步继承、深挖。

《水木清华》：在您看来，“两弹一星”的

精神在今天还有哪些现实意义？

朱邦芬：“两弹一星精神”现在还有很多值

得我们汲取的地方，最重要的一点是清华的学生

要立志做大事，要敢于树立一个远大目标，大家

团结起来做几件震惊世界、有利于人类的事情。

一个宏伟目标往往能激发出人的潜力。小富即

安，或者只想做个白领，一年赚多少钱就心满意

足，不是清华同学应有的抱负。

在这方面特别需要我们向元勋学习。当年新

中国刚刚成立，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中国要做

自己的原子弹、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并不是

领导先提出的，而是下面的科研人员提出来的，

后来通过努力确实成功了。所以要敢想敢做。今

天有的发达国家在组织科研攻关，目标很大、指

标很高。也许这些目标不能实现，但是只要方向

对，大家朝着这个目标努力过程中总会实现突

破，收获有价值的东西。而且一旦实现了既定目

标，就会为科学技术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毫无疑

问就是诺贝尔奖级别的贡献。清华的同学应该有

这种雄心壮志，不要害怕失败，不要只想着“短

平快”，要树立远大的志向。

这也对现在的社会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现在我们的社会普遍急功近利。我们总是说 “要

从娃娃抓起”，社会舆论鼓吹各种早期教育，务

必使孩子们“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而且这些

“起跑线”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早。这是一种

摧残儿童和少年的急功近利的做法。跑100米，

起跑很重要，但若是跑马拉松，在起跑线上比别

人慢几步并不可怕。另外，社会对失败者缺乏宽

容。鼓励创新首先要鼓励失败，宽容失败。如果

一个人真的有能力，而且愿意做事，国家不妨给

予他们更大的支持。做大事的抱负，和对做大事

的人的宽容，现在都是比较缺乏的。

优秀的科学家还具有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科

学的思考方法，也是值得我们今天继续学习的。

物 理界 流传 着 彭桓 武先 生的 一 句名 言：

“‘3’与‘1’比，‘3’是无穷大”。在同时

面对“3”和“1”的问题时，要先集中力量解决

主要问题“3”。这是老一辈科学家在多年实践中

形成的一种非常朴素的方法论，即抓主要矛盾。

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先把最重要的因素弄清楚，

然后再把次要的因素加进去。我曾跟黄昆先生一

起做研究，他做学问的基本方法是“简化，再简

化”。可以说，“两弹一星”工程的最后成功也

得益于科学家们科学的思考方法。

此外，科学家们的协同精神也是一笔宝贵财

富。最初原子弹研制工程的组织者是二机部副部

长钱三强，他作为技术方面的总负责人，点名调

来了王淦昌、彭桓武、周光召、朱光亚、邓稼先

等一大批科学家，并分别给他们分配了最能发挥

个人才能的工作。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互相了解，

知道对方的特长和人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清华

同学之间的团队精神。“两弹一星”依靠了全国

大协作，清华人的团队精神在这里也起了很大作

用，值得我们今天继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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